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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文·

太平天国战后歙县的田赋征收机制
*

———以“胡六贵隐匿田粮案”为例

舒满君 曹树基

内容提要 抵征是太平天国战后安徽田赋整理所实行的一种新的、异于常征的赋税征收
机制。在歙县，抵征推行的动机是取代常征，由绅局和亩董在乡组织征收，消除常征中由
书差勒索的积弊。具体到歙县北岸，在光绪五年( 1879) 的“胡六贵隐匿田粮案”中，我们
可以看到抵征在乡村的复杂实践中，亩董成为乡里税书与州县户房书吏的中间人，绅局

( 乡柜) 才是基层田赋征收的关键场所。通过分析抵征从中央议行、州县落实到乡村适应
的过程，尤其是抵征在乡村实践中的适应和变化，可以直接而具体地看到乡村社会关系的

调整与重组。
关键词 抵征 隐匿田粮案 税书 亩董 绅局 田赋征收

抵征是太平天国战后安徽田赋整理所实行的征收机制，前人已利用曾国藩奏稿和批牍做了初

步讨论。①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收藏的歙县诉讼文书中，有光绪五年的“胡六贵隐匿田粮案”②诉
讼案卷，内容是歙县三十五都六图三甲税书胡灶喜控告该图四甲民人胡六贵隐匿田粮。该案于光
绪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由税书胡灶喜呈控，八月中下旬结案，历时近 3 个月。本文拟以“胡案”为例，
考察抵征的实施给歙县田赋征收方式带来的新变化，以厘清亩董、绅局③的设置与歙县固有的税
书、宗族、保甲的互动关系，展示清末歙县乡村田赋征收机制的演变过程。
抵征是在太平天国战后苏皖地区社会重建的大背景下产生的，“胡案”发生在太平天国战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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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厦门大学田野调查基金项目“明清徽州赋役征派文书的搜集、整理与研究”( 2015GF003) 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
名评审专家及诸位师友提供的修改意见与建议!

夏鼐认为，咸丰十一年( 1861) ，安徽由善后总局拟定“抵征”法，后于同治三年( 1864) 废止。见夏鼐《太平天国前后长江
各省之田赋问题》，《清华学报》第10 卷第 2 期，1935 年4 月，第451 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夏鼐文集》下册，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20 页。林齐模认为，1861 年曾国藩控制安庆周围数县及皖南部分州县后，开始实行“亩捐”，并于同年
八月停止“亩捐”，同治元年( 1862) 开始在安庆各属县试行抵征，同治二年推广至皖南部分州县。林齐模:《旧制度的危机———太
平天国战争对安徽田赋征收的影响》，《安徽史学》2002 年第 3 期。

“胡六贵隐匿田粮案”( 以下简称“胡案”) 发生在光绪五年，文书记载地址为歙县三十五都六图上高山地区，现位于歙县
北岸镇高槐村。根据案卷形态可知，这是事主胡六贵本人整理的诉讼案卷。

绅局是清末歙县产生的一种新的催征机构，亩董是抵征后在绅局下设置的催征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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歙县，案件的处理涉及战后田赋的整理，故应放在苏皖地区战前常征、战时亩捐以及战后抵征这一
历史过程中予以理解。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着重讨论抵征在歙县的落实情况，对于徽州乃至苏皖地
区的其他州县，笔者将在以后的研究中持续关注。

一、常征、亩捐与抵征

太平天国战后，作为战场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特别是在皖南的怀宁、望江、潜山、太湖四县及江
苏各府县，由于赋税册籍在战争中被毁，人口流离，常征一时难以推行。咸丰三年( 1853 ) ，江苏巡
抚许乃钊奏请以亩捐所得钱粮抵作正赋，这一提议得到了咸丰皇帝的准许①，亩捐由此开始。此
后，两江总督曾国藩为筹备军饷，在苏皖地区推广亩捐。至咸丰六年( 1856) ，开始有停止亩捐的议
论②，之后曾国藩虽屡有恢复常征的打算，但均未能得到落实。同治元年( 1862 ) ，善后总局开始组
织部分地区进行战后重建，并提议由亩捐改办抵征，抵征之议遂起。
( 一) 从常征到亩捐

常征、亩捐、抵征的差异主要在于税额和征收机制。清代摊丁入亩以后的田赋征收，是由州县
官照赋役全书所载明丁漕等税额，按催科定章组织征收，即常征。常征的主要特征有三: 一是由州
县官主持; 二是按照赋役全书记载的定额征收; 三是催科有定章即“催科四法”。所谓“催科四法”，
即“以分限之法纾民力，以轮催之法免追呼，以印票之法征民信，以亲输之法防中饱”③，分别指分限
法、滚单法、串票法和自封投柜。具体流程是州县制定期限，将纳户完纳的粮额等分为若干份，令纳
户在规定期限完纳特定的粮额。催粮用滚单，五户或十户一单，上户完纳便执滚单催下户，要求纳
户亲赴县城，自封投柜。投柜时，柜书截给串票作为缴纳凭证。制定这种征收方法，意在实现纳户
和州县一对一的直接缴纳，削减赋税征收的中间环节，禁止代纳和包揽群体的参与，保证正供。
尽管如此，各州县官为了节约征收成本，仍依靠税书、歇家、图差等群体参与赋税征收。身份不

同，他们的参与方式也不同。④ 据邱捷的研究，同治年间广宁县实行的是乡征，杜凤治下乡催征，并
通过乡绅、族绅的协助完成催纳。周健分析过清中后期的书差包征。⑤ 本文所要讨论的歙县地区，
在太平军进入之前，参与赋税征收的主要是税书。清初的册里是按图( 里) 设置的，乾隆中后期“每
图向设册书一役，耑司各该图民买卖产业，推收立户”。至道光九年( 1829) ，在歙县催粮限单中，税
书已成为催征主力。⑥ 也就是说，常征是按照原额征收，实际征收机制各地不同。
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战区局势混乱，人口损失较多，县官无定，赋税册籍亦因之被毁，常征既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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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文宗实录》第 92 卷，“咸丰三年四月下”，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267 页。
咸丰六年( 1856) ，翁心存奏:“近日苏、常诸郡有按亩捐输制钱百文之说，请饬停止等语，如果并未举行，事属可已，自宜停

办，倘因军饷不充，不得已而出此，亦宜查照从前办过成案酌减捐数，以顺舆情，勿致滋生事端。”王先谦撰:《东华续录》，“咸丰六
十一”，《续修四库全书》第 37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20 页。咸丰七年( 1857) 亦有“命停止江苏苏、常等府按亩捐输
之举，因军饷不充，宜查照从前成案酌减捐数”之语，见冯明珠主编《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清史馆未刊纪志表传稿本专辑———志》第 9
册，“食货志·出征兵饷·道光咸丰年”，台北，沉香亭企业 2009 年版，第 4507 页。

乾隆《大清会典》第 10 卷，“户部·田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19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126 页。
胡铁球:《明清歇家研究》，“歇家与州县赋役词讼篇”，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25—269 页。舒满君:《清代图差研

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2014 年。
邱捷:《知县与地方士绅的合作与冲突———以同治年间的广东省广宁县为例》，《近代史研究》2006 年第 1 期，第 30 页。

周健:《清代中后期田赋征收中的书差包征》，《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12 年第 13 卷。
汪庆元:《清代顺治朝土地清丈在徽州的推行》，《中国史研究》2007 年第 3 期。乾隆《歙县志》第 5 卷，“食货志·赋役”，

《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二三二号》，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322 页。《道光九年歙县催完钱粮限单》，王钰欣，周绍
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 清民国编) 》第 2 卷，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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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也无据可依，难以维持。清廷为筹措军饷，纷纷“设局劝捐”①，各种捐税随之开征，亩捐便是其
中之一。有人认为亩捐是一种按亩征收的田赋附加税②，这种说法不太准确。首先，亩捐与田赋并不
是同时征收。据记载，咸丰三年四月江苏巡抚许乃钊奏请将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太仓州
按亩捐输，抵作上忙钱粮，咸丰帝令俟办有成效，再行具奏③，可见苏、松、常、镇、太四府一州常征已
经无法实行，故亩捐的收入是用以抵作正赋，并不是依附于田赋征收的附加税，且并没有固定的税

额。其次，亩捐是战时临时的应急性征收，在征收地区、方法及奏销上都较常征灵活。就征收地区
而言，亩捐主要在常征中断的地区推行，在作为战场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皖南的怀宁、望江、
潜山、太湖四县及江苏各府县。在征收方法上，亩捐由绅董主持，以乡为单位设局，按亩征收，捐米、
捐钱皆有，亦有由捐米改捐钱的。④ 另外，常征归国家财政，各州县解运至布政司，由布政司统一向
户部奏销。⑤ 亩捐专为军饷而设，是战时报销，或由绅董设局征收，粮台经收并调拨、报销，或民捐
民办，并不报销。⑥

到同治三年( 1864) ，有上谕令禁止亩捐⑦，但战后江苏部分州县并没有取消亩捐⑧，亩捐虽有
逐渐变成田赋附加税的趋势，然而这是在善后处理中形成的，并非亩捐的初始状态，本文不拟引申。
咸丰十一年( 1861) ，曾国藩已下令停止亩捐⑨，这在其与陈鼐的书信中可以得到证实，在信中曾国
藩称禁止亩捐的目的是“开征丁漕”瑏瑠，也就是恢复常征。直到同治三年，这一想法并未实现。从曾
国藩同治元年的批牍和同治三年的奏折来看，后来由于“募兵增饷，大举东征”，需要再筹经费，而
钱漕征收“册籍全失”，无从下手，遂在同治元年由善后总局提议改办抵征。瑏瑡

( 二) 议行抵征

抵征是太平天国战后战区赋税整理中推行的征收机制。战后人口大量减少，荒地及复垦地大
量增加，如何清查人口、剔除荒地、明确复垦土地，这些问题与战前相比显得尤其突出。于是抵征必
须解决两大难题:其一是清查田亩和人口，建立册籍档案;其二是建立催征机构，按照册籍组织完纳。
苏皖地区的战后重建任务主要是通过善后总局等代理机构组成的网络来完成的。瑏瑢 同治元年

二月开始，安徽善后总局议拟《抵征章程》8 条，此章程已佚，不过三月十三日两江总督曾国藩对其
中的第一、二、三、七、八条进行了批复，玆将部分内容节录如下:

第一条，查亩……不必问其过割已清与否，但今日插禾之人，即为今年应征之户，则直接简
明矣。至何者已耕，何者已荒，何者田虽荒而户未绝，何者田荒户绝，逃亡无主，需令局绅细查，
州县复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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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毅:《江苏厘金制度研究: 1853—1911 年》，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6—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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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局费限制。前者亩捐之害即由绅局中饱，多一局多一糜费。……大县不得过八
局，中县、小县不得过六局，每局每月坐支不得过一百三十串，内总办绅士二人，应各给薪水二
十四千……帮办……均听总绅二人斟酌。
往岁亩捐，设立绅局，供饷应差，皆由绅办，以致利权归绅，官受挟制。此次改办抵征，一切

支应转运之事，皆有官办，局绅除查田催征之外，余事皆不与闻。①

曾国藩的中心意思有三层: 一，抵征首重查亩，其要点是就田问户，就户征税; 二，仍用绅局，但

绅局只负责查亩及催征，其余一切支应转运之事，皆由州县官主之; 三，以州县官控制绅局，规避以

往亩捐之时绅局中饱等弊病。查亩的目的就是在清查的过程中建立册籍，“原以查亩为第一义，亩
册既立，则花户复业之或多或少，耕作之有收无收，皆可按册稽考”。② 绅局仍然是催征机构，以绅
局组织查亩及催征事宜，这样看来抵征似乎是亩捐的延续，其实不然。
抵征与亩捐的区别有二: 首先，抵征已由州县官主持，是官办; 亩捐是绅办，抵征推行便意味着

亩捐已丧失合法性; 其次，抵征所收款项作为正项报销，“解司库由司库报销，解粮台由粮台报
销”③，上文已述亩捐报销并不规范。也就是说，从本质上来讲，抵征有战后常征之意。曾国藩有言
“当经善后总局议以亩捐之法，参用正供之意，查明各处熟田，按亩输钱四百文，给予县印串票，以
抵正赋，名曰抵征。”④串票是州县征收正额赋税的工具，是纳粮户缴纳税粮的凭据。对纳粮户而
言，抵征就是战后正额田赋的征收方法。抵征是借用亩捐的征收方法来收正供，就是用按乡设置的
绅局来组织乡村的田赋征收。可以说，在常征不能恢复，亩捐不能继续的情况下，清廷试图采用抵
征这种折中的方法来征收赋税。
抵征虽然运用了亩捐的征收方法，即由绅局来组织征收，但具体征收和解运流程与亩捐不完

全相同。抵征仍然是按乡设局，由绅局负责征收，但在征收之前，绅局必须查亩并造册，强调照田
征税; 亩捐并不造册，直接就“插禾之人”征收，佃户、业户均可，强调就人征税。亩捐由绅局征收
并解运或就地“供饷应差”，在征收和转运这样的关键环节，绅局不受州县官节制，权力极大，故有
“利权归绅”之语。抵征中绅局则只负责在乡的查亩和征收，绅局征收的钱粮款项需要解至州县，
绅局不过是州县与纳户钱粮的中转环节，绅局在州县官管辖之下，“一切支应转运之事”皆由州县
官负责。
战后田地的清查，特别是荒田归属及复垦等问题头绪纷繁，成为战后赋税整理的一大困扰。事

实上，安徽的田赋清理至少持续到光绪末年⑤，特别是在土地产权的问题上，词讼之案争构不休。⑥

在这样的背景下，歙县的抵征又是如何运作?

二、歙县抵征的设计与落实

本节将首先对民国《歙县志》中所载有关抵征的文本进行分析，然后以“胡案”为例，考察抵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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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曾国藩:《批安徽善后总局详复遵议抵征章程由》，《曾国藩全集》第 13 册，第 198、199 页。
曾国藩:《批署桐城县薛令元启禀拟查亩催征八条》，《曾国藩全集》第 13 册，第 250 页。
曾国藩:《动用安徽抵征款目乞准援例请销片》，《曾国藩全集》第 9 册，岳麓书社 2011 年版，第 367、368 页。
曾国藩:《报销皖省抵征折》，《曾国藩全集》第 7 册，第 491 页。
《安徽通志稿·财政考》第 10 卷，“田赋·赋案”，台北，成文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1—43 页。于荫霖:《安徽清厘田赋条

议酌存》第 2 卷，“各属荒熟形势数目五十八则”，第 3、4 页。
曾国藩:《批署徽州府刘守传祺禀拟招垦荒田情形》，《曾国藩全集》第 13 册，第 2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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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歙县北岸的落实情况，希望通过对关键环节的细致分析揭示抵征后歙县田赋征收机制的复杂

演变。
( 一) 民国《歙县志》中的抵征
太平军大约在咸丰四年( 1854) 开始进入徽州，同治三年退出。这一时期，歙县先后多次被太

平军攻占①，赋役册籍大多毁于战火。据县志载，歙县抵征自同治二年( 1863 ) 开始，至光绪十七年
( 1891) 奉文裁革亩董为止②，为期 29 年。
歙县的抵征由方恩照、鲍瑞墉二人发起，民国《歙县志》中摘录了一段方恩照的《致筹公局论抵

征书》，县志称修志之时“赋役文献不存”，这段关于抵征的记载应该是民国年间歙县方允琛、汪华
黼二人提供的。③

常征利于书差而不利于官与民，书得串钱羡银，差得图规签费。近年完数只一二千两或数
百两不等……官入费有几……民受累无穷。抵征则不然，分乡设局，分村立董，局拟式刊册分
给各村，如查保甲一般，村董率保按查村内佃田之人，每人实种若干亩，分别堨、塘、山、田及土
名、业主，逐细登册，园地以此类推。定限半月，查清缴局，逾限不清，罚董责保……至收钱则挨
村分日，先期示照，每乡多则三百余村，酌分二十日为一轮，届期董、保率佃赴局亲纳，若女流及
有事故附纳者听，既免拥挤舛错，并杜延玩挪移。一期未齐，二、三期补收，四期不纳，即属有心
玩〔顽〕抗，罪其人而藉其田。局收之钱，亦限五日一次送县解拨，事在董而权仍在官，只须
〔需〕百余日即可毕务撤局，何便易如之。④

方恩照首先对常征的弊病进行抨击，然后提出由绅局主持田赋征收。从字面来看，歙县推行的
抵征是以绅局取代书差来开展并组织田赋征收，希望借此规避书差索费的积弊。那么为何使用绅
局，绅局与抵征的关系如何? 民国《歙县志》修撰于民国 26 年( 1937) ，此时抵征在歙县实行已经 70
余年，关于绅局的由来，方允琛、汪华黼二人并未特别说明。查阅同治八年( 1869) 撰修的《歙县采
访册》，发现该书仅记录了抵征的税额，并未记载催征机制及绅局的情况。⑤ 笔者通过对清嘉庆、宣
统年间的串票分析发现，歙县的绅局萌芽于清嘉道年间( 详见后文) 。这说明绅局并不是抵征的产
物，地方士绅希望借用抵征这一新制度促进绅局与地方社会的融合，以绅局来改变常征中书差主导

的局面。
从上引材料来看，歙县的绅局是按乡设置的，应该是每乡设一局，并未完全遵照曾国藩的大县

设 8 个局，中、小县设 6 个局的原则。在局之下，又分村立董，此董即“亩董”，又称“村董”，故县志
有“本县亩董之设始于此时( 抵征之时———引者注) ”之语。同治三年，曾国藩应允方、鲍二人“剔荒
征熟，责成佃户扣租报纳”之请，但实际上也有“业主自纳”的情况存在。⑥ 抵征的流程是由绅局拟
定格式，刊刻空白册籍交于每村村董，村董率地保清查登记，完成查亩造册工作。基于其“剔荒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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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民国《歙县志》第 3 卷，“武备志·兵事”，《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二四六号》，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375—385 页。

民国《歙县志》第 3 卷，“食货志·赋役”，《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二四六号》，第 447 页。
民国《歙县志》第 3 卷，“食货志·赋役”，《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二四六号》，第 510 页。
民国《歙县志》第 3 卷，“食货志·赋役”，《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二四六号》，第 449 页。
曹光洛:《歙县采访册》，南京大学图书馆编:《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 33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4 年版，

第 534 页。
民国《歙县志》第 3 卷，“食货志·赋役”，《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二四六号》，第 4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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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的清查目的，故又称“剔征”。
催征和缴纳都由亩董率地保完成，方式是“挨村分日”由亩董、地保率佃户赴绅局亲自缴纳。

按照每乡最多有 300 村来算，以 20 日为限，每天要缴纳 15 个村，这 15 个村的亩董、地保率佃、业户
赴局，由佃、业户亲自完纳。20 日为一轮，即一期，总共分 4 期，80 日完毕，加上之前清查的“定限半
月”，总共不到 100 天，完纳之后便可撤局。为了限制绅董的权力，要求绅局所收之钱，每 5 日向州
县解拨一次，以此做到“事在董而权仍在官”，使州县官不至于大权旁落。
据此可知，歙县抵征的制度设计是在州县官的统筹之下，由绅局负责完成具体田赋征收工作。

在绅局的主导下对田赋进行重新清查登记，赋税的清查和登记以村为单位，由亩董、地保共同领佃
户赴绅局亲自缴纳的方式完成，清查的对象以种田之佃户为主，业户也在清查范围内。可见歙县所
推行的抵征试图建立一套全新的催征机制，革除常征中书差包揽勒索等弊政，其目的在于取代常

征。这一催征机制可以简化为图 1。

图 1 地方志所见清末歙县抵征设计

( 二) “胡案”所见之税书与亩董
“胡六贵隐匿田粮案”发生在 1879 年，距歙县推行抵征( 1863) 已经过了 15 年。前文已述，太
平天国战前歙县的赋税征收主要是税书在发挥作用。从图 1 来看，我们并没有发现税书的存在，民
国《歙县志》也未有这一时期税书被取缔的记载，税书似乎不再在歙县的田赋征收中发挥作用。
然而，本案即歙县三十五都六图三甲税书胡灶喜控告该图四甲民人胡六贵隐匿田粮，案件自五

月二十五日由税书胡灶喜呈控，至八月中下旬结案，历时近 3 个月。案件的实质是战后荒、熟田开
报问题，而双方辩诉的过程却是围绕胡六贵抗粮与否及胡灶喜税书身份的真伪两个问题展开，这也

意味着抵征后歙县的税书仍然在赋税征收中发挥作用。
案发之时，胡六贵尚未完纳本年钱粮，而胡灶喜有意将胡六贵的案情扩大为抗粮，为了避免抗

粮的罪名，胡六贵便令其妻胡章氏递状，控胡灶喜唆仇嫁祸，扯出陈年抬石旧案①，将胡光大一并牵

涉入案，为完粮拖延时间。胡灶喜不满胡六贵拖延，又递一状，正式抛出“匿业抗粮”一词，希望县
令迅速差提胡六贵到案。
六月十三日，胡六贵提交完粮串票并投案，转控胡灶喜冒充税书，直接质疑胡灶喜的税书身份。

胡六贵完粮串票的截取直接关系到案子的发展方向和进程，同时也反映了粮柜以及绅董参与下歙

县田赋的具体缴纳流程。
六月二十二日，县令下发传票，提带相关人等。此后胡六贵多次递状，试图以胡灶喜冒充税书

以及胡光大、胡灶喜勾结等状况将案件的注意力转移到宗族内部矛盾之中，并请求县令迅速开堂审
理该案。胡光大递状撇清与此案的关联，并递呈了光绪三年抬石案的允息。② 胡灶喜为力证其税
书身份，录呈了税书札。案件在双方的激辩中持续发酵，并不断将宗族及保甲牵涉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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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编号 01091218060048、01091218060065—0020，简写为 0048、0065—0020，因此类编号同属一份案卷，下文一律简写，引文
后随注，不一一说明。

从原文来看，“允息”应是在宗族调解之后诉讼双方订立的自愿息讼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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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底，县令胡克仁令架书下乡对胡六贵的产业进行清查。此处的“架书”，应当是在州县架
阁库管理册籍的胥吏，并要求族会、文会等协同清查并禀覆。“族会”，是由族长和各房房长等组成
的集体商议及处理宗族内部事务的机构。“文会”是依附于宗族，由族内生员、监生组成的宗族内
部教育、教化机构，本案中的文会是以胡永锡及其学馆为中心。① 此次查丈的结果对案件的审结造
成了直接影响。架书在禀覆中称胡六贵隐匿熟田二钱五分左右，县令据此给予胡六贵责罚，并谕令
入册补粮。
“胡案”的审理过程为我们展示了推行抵征后歙县田赋征收中的诸多环节及其中的社会关系，
除了抵征设计中的绅局、亩董、地保以外，另有税书、宗族、乡柜和绅董参与其中。接下来，笔者将以
此案为例进一步论证这些涉案主体在田赋征收中的关系协调与落实情况。首先分析抵征在歙县的
落实以及推行抵征后税书的职能变化。
仔细分析“胡案”双方辩诉的过程可以发现，在歙县北岸，抵征的落实与县志的记载不完全一

致。首先是抵征的时间，民国《歙县志》称抵征在同治二年开始推行，而本案表明歙县北岸的抵征
造册在同治十三年( 1874 ) 。胡灶喜称“贵家常征系文楚户完粮，抵征改为宝三户内”( 0065—
0008) ，文楚户是康熙年间的户名，是胡六贵之祖户。同治十三年“亩董以奉剔征，将身表字宝三的
名造册呈送”( 0026) 。所谓的“名造册”即以现在业主的真实名字作为赋役户名登记到官方册籍之
中。此案中查亩造册较县志所载的同治二年晚了 10 多年，这个事实说明查亩是持续的，战后土地
产权的确认及信息更新十分缓慢。
县志载查亩是由亩董完成并造册，但在实际操作中，税书仍然参与到赋税征收中。抵征后，赋

税的清查与登记权在亩董，而推收过割以及新垦田地的开报仍然需要税书负责，据胡灶喜所呈交的

税书札:

正堂陈札，三十五都六图三、四甲税书胡大春知宪案，据催役田桂具禀，该甲税书已故，现
系胡灶年私充，遇公推诿等情……并据该役以族长胡立松开祠集议，举尔承充，具有保认状交
呈赏乞给札等情，前求除批示外，合行给札着充，札到该税书立即遵照，速将承受各户钱粮按限

催令全完，此任蒂〔递〕欠，如有〔顽〕户拖延，许即禀返。凡遇花户买卖推收，随时查对相符方
准过割，仍将经年推收，按年送交户房，汇造入册等，有新垦田亩上须随时据实开报，以便编串

征粮，无得舞弊及怠〔顽〕〔误〕公……( 0048)

从材料可知，胡大春曾是三十五都三甲和四甲的税书，本案中胡大春是胡灶年和胡灶喜的父

亲。胡灶年的税书身份自胡大春而来，案件中胡灶喜亦为税书，在胡灶喜最初的告状中有“卅五都
六图三甲税书”，“胡六贵户寄在身甲完粮”( 0065—0003) 之语。从“该役以族长胡立松开祠集议，
举尔承充，具召保认状交呈，赏乞给札”来看，这种世袭须在宗族的保举和官方的授权下才能得到
承认。实行抵征后税书仍然是乡村田赋催征的主力。
另外，胡灶喜在状纸中称“所有上春造推收册，交亩董汇送”( 0065—0007) ，可见抵征后图内的

推收过割以及荒税呈报仍然由税书办理，税书每年春季将推收册交给亩董，由亩董汇总送到户房。
换言之，抵征制度设计中的亩董在歙县北岸确实存在，税书并非直接向户房呈送册籍，而是由亩董

汇总呈送，亩董只充任中间人的角色。
除了上述登记造报的职能以外，税书另一职能是按限督催甲内粮户完纳钱粮，县令有“速将承

49
① 本文的族会、文会，仅就案例中所展现的上高山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界定，并非就徽州地区的整体情况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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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各户钱粮按限催令全完”( 0048) 之语，此限分上忙和下忙两限，胡灶喜亦称其“每年上、下忙回归
催粮，甲内历年扫数”( 0065—0007) 。总之，无论是在催缴还是登记环节，均有税书的参与。抵征
后歙县北岸的田赋征收仍然有税书的参与，如下图所示:

图 2 税书参与下的田赋征派

这一时期，税书的举充是由州县授权宗族来操作的，“今奉钧票饬六、八甲族房长，议举要人接
充税书”( 0003) ，在《光绪二十一年歙县查报荒熟田土谕文》中，亦有“十六都二图八甲税书二门祠
知悉”①之语，此“二门祠”明显不是人名，州县的立意是让宗族举充甲内税书。光绪年间歙县新馆
鲍氏甚至有“本都四甲册书，向由吾族经管”②的表述，宗族与税书在赋税征收的职能中已合二为
一。宗族的参与并不限于税书的举充，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族会等的介入让我们看到了抵征落实
中更加复杂的社会关系。

三、田赋征收流程中的多方参与

本节继续以“胡案”为例，分析宗族、保甲参与田赋征收的方式以及乡柜③、绅局与赋税缴纳环
节的运作。
( 一) 宗族、保甲的参与
一般而言，宗族与保甲维持乡村社会秩序的作用表现在内部治理，这是乡村社会运作的一个层

面。明清时期，徽州保甲和宗族联合维持乡村社会秩序前人多有讨论，地保多由宗族推举④，歙县
上高山的文书中也多次发现宗族及保甲在处理纠纷中的作用，例如参与调解“光绪三年抬石案”及
“闯闹学馆案”⑤等。
除此以外，维持向上输送财税资源的通道畅通，保证赋税登记、催征、缴纳过程的有序进行，是

乡村社会运作的另一个层面，即本文所要强调的绅局和粮柜的作用( 详见后文) 。这一过程中也必
须有宗族、保甲的配合。正常情况下，宗族与保甲联合维持内部稳定，绅局负责钱粮的正常运转，他
们各司其职、互不干涉。一旦有拖欠抗税或钱粮类诉讼出现，乡村向上输送财税的渠道出现阻碍，
保甲和宗族也会参与其中。
以本案的查丈过程为例，胡六贵投案后，在州县官的授权下，架书对胡六贵的田地进行了查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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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光绪二十一年歙县查报荒熟田土谕文》，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 清民国编) 》第 3 卷，华山文艺出版
社 1993 年版，第 256 页。

陈建华，王鹤鸣主编:《中国家谱资料选编·家规族约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35 页。
清代的田赋缴纳推行自封投柜制度，即开征之时在县署大堂设粮柜，令乡民赴县自行投纳。后来，在实施过程中也会出

现在城设总柜，在乡设分柜的情况，这种在乡分设的粮柜即称乡柜。可参考王业键著，高风等译《清代田赋刍论( 1750—1911) 》，人
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0、52 页。

陈瑞:《明清时期徽州的宗族与保甲推行》，《中国农史》2012 年第 1 期。
此案是隐匿田粮案后续，发生于光绪五年九月，生员胡永锡告胡六贵唆使其妻胡章氏及孀妇胡吴氏闯闹学馆，案卷藏于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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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架书禀覆的相关内容节录如下:

缘税书胡灶喜控胡六贵漏粮一案，奉票饬原差传书，查丈税亩禀覆等，因书遵前该处，将胡

六贵现管各处之田丈明……仍各处山地未丈……一时难以丈清，是以同族会公议，将胡六贵所
现管熟地，并屋基风水祖坟均计数一亩一分零，共将田地山折粮，计则九钱五分六厘。( 0058)

从禀覆中我们可以看到，胡六贵田、地、山、塘的数额是以“同族会公议”的方式确定的，并非实
际赴地丈量，族会在此过程中的作用显而易见。此外，从县令的传票中可知文会生员胡永锡亦“奉
谕协同架书查丈”( 0065—0021) ，族会和文会协助架书完成了此次查丈。查丈过程中所见的征收
运作大致可以用图 3 表示。

图 3 查丈过程所见田赋征收

此次查丈虽是由诉讼案件激发的一次临时查丈，但查丈的过程让我们不得不去反思宗族的作

用以及整个征收流程。若将整个赋税征收过程分解为登记、催征、缴纳、稽欠等具体环节，除了在登
记、催征和缴纳以外，赋税征收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环节，即稽欠。
在乡村欠税漏税的稽查过程中，宗族和保甲向有重要作用，例如歙县潭渡黄氏有: “如有拖欠

及希冀邀赦者，凭众从重议罚”①的祠规，“胡案”案卷中亦有地保“领催粮米”( 0028) 的记载。可见
在保证赋税完纳这一点上，宗族、保甲、绅局的立场是一致的。
更为重要的是，战后抵征设计中的绅局在“胡案”的登记和催征环节均未出现，因此有必要分

析赋税缴纳环节的运作。
( 二) 北岸粮柜与绅局

清代的田赋缴纳推行自封投柜制度，即开征之时在县署大堂设柜，令乡民赴县自行投纳。后
来，在实施过程中也会出现在县城设总柜、在乡设分柜的情况②。但以往的研究及相关文献对乡柜
实际运行方式的记载均语焉不详，我们并没有看见一个确实在赋税征收中发挥作用，履行职能的乡

柜。换句话说，文献所记载乡柜的明确所在地以及乡柜组织完纳的方式尚未被证实。
依民国《歙县志》所载，抵征之后，以乡为单位设置绅局，粮户只需赴所在乡之绅局缴纳粮税即

可。但在“胡案”中，胡六贵多次提到完纳税粮的地方是北岸粮柜，北岸属歙县三十五都六图，并不
在歙县县城，也就是说北岸粮柜即在北岸的乡柜。
那么，绅局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与粮柜是什么关系? 绅局是由绅董主持的，那么粮柜又归何人

管理? 税粮的缴纳如何操作? 通过对这一时期歙县的串票以及“胡案”中胡六贵截取串票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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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陈建华、王鹤鸣主編:《中国家谱资料选编·家规族约卷》上，第 82 页。
王业键:《清代田赋刍论( 1750—1911) 》，第 50、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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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完纳方式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从串票上来看，歙县的绅局大概是在嘉庆二十三年( 1818) 至道光二十一年( 1841) 间产生的，

因笔者所见嘉庆二十三年的串票，仅有“眼同投柜，除截存比销外，合给执照……”等字，尚未见绅
局。①《歙县三十一都二图桃山凌氏文书》收有道光二十一年至道光二十四年( 1844 ) 以及咸丰二
年、六年、八年的串票，均写有“眼同赴局交纳”的字样。②《歙县十二都八图江岭祁氏文书》亦收有
道光二十三年、二十四年的串票，内容与上文一致③，如此便说明歙县的绅局在抵征之前就已经
存在。
同治四年( 1865) ，田赋征收机制又出现了新的变化。《歙县三十一都一图四甲大龙湾吴氏文

书》收有同治四年至宣统元年( 1909) 的串票④，其中的关键年份有同治四年、同治五年( 1866 ) 、光
绪十六年( 1890) 及光绪十七年。同治四年使用的是上下忙并征串票，串票上出现了“为剔征钱粮
南米事”，可见，此时抵征已经在歙县普遍推行，但该串票上仅有“眼同交纳，收讫投柜”，无绅局。
而随后的同治五年串票上则同时出现“为剔征钱粮南米事”和“眼同赴局交纳”，说明抵征后绅局真
正开始组织歙县的田赋征收可能是在同治五年，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光绪十六年。光绪十七年，串
票的书写再次发生改变，有“为征收钱粮南米事……亲身投柜，交纳收讫，合给执照”，“剔征”二字
改为“征收”，绅局亦消失，此后的串票一直延续这种书写，至清朝结束再未发生改变。同样的记载
也出现在《歙县三十三都北山岭吴氏文书》所收录的串票中。⑤ 这些充分说明，歙县的抵征仅推行
至光绪十六年。
综上可知，常征机制的变化在嘉道年间已经萌发，在抵征的推动下，以绅董为主体的绅局控制

了田赋征派，取代了由书差组织的常征机制。这一演变的背后可能是嘉道以来徽州地方势力的推
动，虽然咸同年间的太平天国战争对徽州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地方势力的发展似乎并未因战争而

中断，反而显示了一定的连续性。
串票的文字记载已经让我们大致明了绅局的出现和缴纳过程的新变化。落实到缴纳环节，当

我们回到“胡案”的叙事中，胡六贵如何完成“投柜”，如何截取串票，在何时何地截取才是关键，也
是揭示粮柜与绅局关系的关键所在。
本案中胡六贵完粮串票的截取亦是案件审理的关键，因为能否截取串票关系到胡六贵是否有

抗粮情节。为了不被税书胡灶喜扣上抗粮的罪名，胡六贵迟迟不肯投案，一直在筹划缴纳本年钱
粮。实际上，早在五月二十五日胡灶喜递状以前，胡六贵就已经在筹划缴粮截串，到六月十三日投
案，胡六贵终于在北岸绅董的帮助下截取了串票，税书胡灶喜也由控胡六贵抗粮而转为告胡六贵隐

匿田粮。
在这超过半个月的时间里，胡六贵自己没能亲自完纳税粮，串票截取的关键人物是绅董而非粮

户胡六贵。有书信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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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王国振主编:《票证里的春秋》，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6 页。
《歙县三十一都二图桃山凌氏文书》，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第 5 辑第 5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89、

290、345 页。
《歙县十二都八图江岭祁氏文书》，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第 5 辑第 3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91、396

页。
《歙县三十一都一图四甲大龙湾吴氏文书》，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第 4 辑第 7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50—354、379—384 页。
《歙县三十三都北山岭吴氏文书》，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第 4 辑第 9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69、3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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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渠世伯大人台启，近验文祺懋介，法教日隆，为颂教禀者，此因上高山胡六贵抗粮，现召

伊族胡灶喜拟欲赴柜具禀，词经作就，系侄为之转挽，其禀携在侄处，实恐事发，受累无底，不如

未发之先如何布置完纳，且六贵侄着舍本家前往知会，如伊来与不来，究难定夺，想此事伊必请

教世伯，望令伊赶紧了结，如系托世伯清清，或请舍下，或专人唤侄至府……倘六贵来舍，侄亦
着伊恳托世伯……世侄名恕呼。( 0043)

此信件为“名恕”致李同渠，“名恕”其人未能确知。此信应作于胡灶喜告胡六贵之前，且此“名
恕”应为熟知两造之人。从“实恐事发，受累无底，不如未发之先如何布置完纳”来看，此“名恕”与
胡六贵钱粮完纳密切相关，但又无法直接替胡六贵完粮。另外从“文祺懋介，法教日隆，为颂教禀
者”的问候语以及“如系托世伯清清”之语来判断，李同渠应是当地士绅，同时也与胡六贵熟识，并
且在“名恕”看来，李同渠应该是有能力代胡六贵完粮之人。可见，在组织完粮这条线路上，李同渠
的等级比“名恕”高，由此判断“名恕”的身份极有可能是亩董。此信件的书写时间当在胡灶喜递状
之前，说明在案发之前胡六贵本年钱粮尚未完纳。
从另外一封信来看，胡六贵当时并没有找李同渠代完钱粮，而是找绅董陈安日和刘谷田二人代

纳的，缴纳时间应该是在胡灶喜递状之后。

昨、前两日，胡文楚户新改宝三户，至北岸托伊绅董代完粮串，不料据云村中有暗害之人，
虚开田亩交柜，说他私藏隐匿粮串，不能纳出，申受含冤。今日至早到舍，所言谈及，弟比即追
宝三归户并粮串，细查并无私藏，又未曾新受有业，何得隐匿，因该究办，故耳付小可来前祈祷，

望仁兄将粮串一并交小可带回，以免户丁受累……并候陈安日、刘谷田二位老先生。( 0027)

此信件的作者尚不可知，从内容可知此人是受胡六贵所托，至陈安日、刘谷田二人处代领胡六
贵的粮串。陈、刘二人均在北岸，可见北岸粮柜即是粮户完粮截串所在地，而完粮串票控制在陈、刘
二人之手。从这两封信件中可知，此时围绕着北岸粮柜出现了一批赋税包揽代纳群体，正是由于这
些人的存在，胡六贵欲自纳截串而不能。
在此案中，北岸粮柜是这一带田赋征收的中心地，但绅局并没有在案卷中出现。综观粮柜的运

作，串票的截取又明显掌握在一群绅董手中。如果将绅局和粮柜都放在赋税缴纳环节来理解的话，
案件中只出现粮柜而没有绅局的原因可能在于，粮柜与绅局是同一缴纳过程的不同表达方式，粮柜

侧重于缴纳的地点和方式，即北岸这一地点及投柜的缴纳方式; 而绅局强调的是组织完纳的人群，

案件中的绅董、亩董的存在及所起的作用，是绅局的外在表现。
由此可见，北岸粮柜和绅局应该是一体的，可以理解为绅局即粮柜。虽然不能确知歙县总共设

有多少乡柜，分别设在什么地方，但是可以确定北岸粮柜是歙县的诸多乡柜之一，周边地区的粮户

可以在北岸通过绅董完粮，因此，北岸粮柜成为乡村与州县的钱粮中转机构。

四、结论

太平天国战后歙县推行的抵征，试图在登记和征收过程中依靠亩董和绅局在粮户与州县之间

进行信息和钱粮的中转。在“胡案”中，我们看到除了亩董以外，税书仍然是登记和催缴的中坚力
量，乡柜( 绅局) 成为州县与乡村的钱粮中转站，收纳和转运皆在此地完成。在稽欠环节有宗族和
保甲的直接作用，除此以外，宗族还通过保举税书、地保的方式，间接对征派过程产生影响。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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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歙县北岸，整个田赋征收是在亩董、税书、地保、粮户的配合下在乡柜( 绅局) 完成的。对于
抗粮隐漏等特殊情况，宗族、保甲和乡柜( 绅局) 可以联合进行处理。在胡六贵所涉的另一隐匿田
粮案的具结中( 0065—0034) ，出现了相同的参与群体和处理方式。这些历史信息透露，当“抵征”
落实到北岸和上高山时，将比原有的制度设计复杂得多。至此，可将战后歙县北岸田赋征收的全部
流程绘制如图 4。

图 4 太平天国战后歙县北岸的田赋征收

在赋税输送这条通道上，我们必须强调绅局( 乡柜) 和亩董的作用，作为乡村催缴的出发点和

终点，在催缴过程中，纳户几乎不能直接与绅局( 乡柜) 发生联系，必须通过亩董和地保的中间引

导，这一点在胡六贵的完粮细节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税书在日常催征中依旧发挥作用，一旦缴纳
方向上出现中断，或不能保证完纳，宗族和保甲的稽查漏税抗税功能便会被激发。至少在抵征这一
时期内，歙县的绅局在乡村田赋征收中起主导作用。
本文旨在展示抵征这一全新的、异于常征的机制在太平天国战后歙县赋税征收中的运作，及其

在乡村( 歙县北岸) 的复杂实践过程，这并不意味着绅局( 乡柜) 取代六房书吏，而在于由此产生的

在乡村与州县之间的中间运作机构———绅局以及参与征收的人群———绅董、亩董。本案中歙县的
田赋征收是由绅局( 乡柜) 主导，绅董、亩董在固定的区域( 北岸) 组织征收。在北岸粮柜的运作中，
可以看到亩董与税书的连结以及他们共同完成登记造册、催征等任务，绅局( 乡柜) 与宗族、保甲合
作，保证田赋完纳。正是这些细节，让我们看到抵征这一制度在从中央议行、州县落实到乡村适应
的完整过程，以及乡村中的社会关系的调整和重组。
当然，这种田赋征收机制也并非一成不变。光绪二十一年( 1895 年) 歙县的“亩董费”被裁革，

又有“册书、地保撤柜归城”和“册书、地保撤柜归保”①之语，说明亩董被革之后，乡柜可能被税书
和地保接管。这些变化意味着田赋征收机制的再次调整和新一轮的社会关系变化，实际情况到底
如何有待进一步发掘史料，也希望将来有机会撰文申论。

〔作者舒满君，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厦门，361005; 曹树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上
海，20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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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光绪二十一年黟县、歙县〈公控钱粮案卷〉》，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 清·民国编) 第 18 卷，华山文
艺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344、350、363 页。


